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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摘要：本研究以对十数家高新技术企业385名员工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AMOS、SPSS及其插件PROCESS宏程序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角色超载在消极情绪和安全行为的负向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本文从个体消极情绪的视角，探讨了影响企业员工安全行为的相关机制及关系路径，深化了我们对消极情绪、角色超载及安全合规、安全参与相互关系的了解，为提升企业安全绩效提供相关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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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385 employees in more than ten high-tech enterprises, this study conduc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ata through AMOS, SPSS and its plug-in PROCESS macro program, and found that role overload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emotion and safety behavio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negative emo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evant mechanism and relationship path that affect the safety behavior of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negative emotion, role overload, safety compliance and safety participation, and provides relevant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safety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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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领域对情绪的研究热情激发了各种工作情景下的情绪研究[1]。国外关于情绪与安全行为关系的研究规模虽小，却发展迅速，是管理领域新兴的研究方向[2]。然而国内关于企业员工情绪状态与安全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3]。根据海因里希法则，工作场所的不安全行为主要受到由个人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员工的个人情绪和角色超载对安全行为的具体影响机制，丰富了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大部分研究都认为积极情绪扩展了个体的感知范围，促使个体产生积极行为[4]，有利于员工提高安全行为；而消极情绪则阻碍和限制了个体的认知范围，抑制了个体的主动性[5]，容易带来不安全行为[6]。也有研究表明，在某些情景下，消极情绪也可以促使个体采取相对安全的行为[7]。研究结论的不一致促使研究者在分析消极情绪和安全行为的关系时，进一步加入权变因素，深入检验二者关系的强度和方向。有的学者认为情绪与安全行为的关系受到组织因素的调节，如安全氛围[8]；有的学者认为情绪对安全行为的影响依赖于信息加工过程[9]。这些研究为全面理解消极情绪与安全行为的关系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然而类似的文献数量十分有限，尤其缺乏在多样化工作场景中的实证研究。另外，根据心理学理论，在情绪与行为之间存在认知因素的影响[10]。认知因素影响人们的内在动机，进而影响安全行为的走向。以往的研究常将员工的认知因素作为调节因子，然而忽略了某些特定的认知因素在个体情绪状态与安全行为之间可能起到中介作用。一直以来，安全管理领域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传统的煤矿挖掘、交通运输和建筑施工等高风险行业，很少涉及新兴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实现创新发展战略的先锋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地位突出，2019年从业人员共约3000多万，其安全问题不容忽视[11]。根据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认定条件第八条“企业申请高新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可知，高新技术企业对安全的要求更高、更严格。然而当前管理学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创新领域[4]，安全领域还未引起理论界重视。因此，研究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安全绩效问题对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技术的更新和效率的提高，高新技术企业工作节奏较快，员工工作压力和心理问题随之倍增[2]，压力的来源和影响成为心理学领域和管理学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角色压力作为工作压力的一种，其对安全行为的影响已被学者证实[12]。角色压力有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三种，其中把角色超载作为安全行为前端预测因子的研究较为丰富[12] [30]。然而角色超载是否在情绪和行为之间充当了中介因子，具体机制仍不清楚。因此，相关研究势在必行。本研究选取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力求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消极情绪与员工安全行为的关系，并将角色超载作为相对稳定的个体感知因素引入到消极情绪与安全行为关系的框架内，探索拓展安全管理模型。本研究有利于探究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安全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安全管理绩效。 
1 理论与假设
1.1消极情绪与角色超载  
[bookmark: _GoBack]情绪是指个体在短期内产生的、不稳定的心理状态，与个体所处的具体情境有关。情绪状态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效价，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消极情绪，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短期所体验到的心情低落和陷于不愉快境况的主观感受，包括焦虑、愤怒及恐惧等负面感受[13]。心理学家一直认为情绪对人类行为有着显著影响[14],认知心理学家发现消极情绪会损害人的认知和执行功能[15]。角色超载代表的是一种工作压力感知，指在限定时间内需完成的工作量增大、超出了员工所能胜任的角色时所产生的角色压力感[2]。角色超载主要的压力源来自个人特质、领导风格和组织环境，其中个人特质是内因，也是最主要的压力源[16]。
在企业组织内，情绪对员工感知和行为的影响已被广泛证实[13, 14, 17]，积极情绪与积极、主动的行为动机相关，而消极情绪则与回避动机相关[18, 19]。在情绪对感知的影响方面，根据情绪信息加工理论可知，随着消极情绪水平的增高，人的信息加工能力减弱，容易产生消极认知和行为。孟博等[20]的研究发现人的情绪影响到其风险感知；李双蓉等[21]认为消极情绪会使人反应迟钝、态度冷漠，并降低人的工作能力；Fung等[22]也发现消极情绪会降低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识。消极情绪作为一种压力源，可能使员工产生角色超载感知。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消极情绪与员工角色超载正相关。 
1.2 角色超载与安全行为
根据Neal和Griffin [23]的研究，我们把安全行为分为两个维度：安全合规与安全参与。前者指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后者指员工积极主动参与组织的安全工作。Heinrich [24]指出，88%的工业事故是由人的不安全行为引起的。大量研究考察了各种导致员工不安全行为的组织和情景因素，如安全氛围[25]，领导风格[26]和工作结构[27]；相对而言，近十年来关于员工个人特质方面的研究数量偏少。在压力与安全的关系研究中，Smit等[2]证实了角色压力与安全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Gracia [12]则进一步检验出了角色超载对危险行为的直接影响。Smith [28]认为倦怠的消防员不太可能表现出服从和自我保护行为。根据工作需求-资源模型(JD-R)，角色超载作为一种消耗性工作需求，会产生一个健康损害过程，引发认知和行为方面的迟钝，致使员工无法集中精力遵守安全方面的规章制度或参与安全活动。而根据压力理论，不安全行为和回避行为可能是工作压力的反应之一。当个体感知到角色超载的压力时，他会采取一种逃避和不合作行为，以此来减少消极感受带来的不愉快。此时，员工无意帮助和提醒同事注意安全，更不可能付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主动参与安全相关活动。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角色超载与安全合规负相关；
H2b：角色超载与安全参与负相关。
1.3 角色超载的中介作用 
虽然很多研究已经证实了情绪和行为之间的联系，但情绪并不直接导致行为产生，二者之间离不开认知因素的影响[10]。“认知-情感加工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受到其对外界信息加工的影响，这种加工包括认知加工和情感（情绪）加工[29]。个体受到外界刺激时，会首先对刺激进行加工，思辨之后才做出相应的行为反应。很多因素会最终影响个人对外界信息的反应倾向。当处于消极情绪状态的个体遇到外界环境所带来的工作压力刺激时，更加强化了自身的负面感受，从而激发个体采取自体防御措施。这时员工会优先选择调节自身情绪使之趋于舒缓和平衡，而非强迫自己关注安全相关事项。角色超载作为一种压力感知，通过个体内部的认知加工过程，再度强化了消极情绪对安全行为的负面影响效应，从而导致不安全行为的概率增大。
从情绪应对的角度来看，员工在面对不良情绪时会采取两种应对策略：一是积极主动调节自身情绪，减少消极情绪对工作的影响；二是消极被动应对，被消极情绪所主宰，无法正常调动工作所需的内部资源，还可能产生退缩行为。员工最终采取哪种应对策略，取决于其他内外部条件的存在和作用。当处于消极情绪的员工同时遭遇到时间紧、任务急的压力时，会感受到强烈的角色超载，倾向于采取第二种策略，发生工作退缩行为。这时员工不仅会在遵守规章制度方面掉以轻心，更难以主动参与额外的安全活动。总之，一个人感到不安时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困扰自身的情绪问题上，会减少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更大概率引发不安全行为。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角色超载在消极情绪与安全合规之间起中介作用；
H3b：角色超载在消极情绪与安全参与之间起中介作用。
2研究方法                        
2.1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调查对象为广州南沙新区、中山火炬开发区、东莞松山湖开发区、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及北京上地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主管和员工。研究者从企业人力资源部获取全体员工名单，选择10人以上的团队，按照每组8人进行随机抽样并编码配对后，再委托人力资源部门在有效隔离主管和员工的前提下，协助发放纸质问卷，问卷填写遵循自愿和匿名的原则。问卷分三次发放，每次间隔一个月。其中，员工的消极情绪和角色超载问卷在前两批发放，主管的安全行为问卷于第三批发放，以便主管对员工的安全行为进行客观评价。共发放主管问卷90份，收回80份；发放员工问卷720份，收回512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回收有效配对问卷385份，员工有效问卷回收率为53.5%。样本构成情况如表1。
有效问卷中涉及新能源行业的占10%，生物医药业的占20%，电子通讯业的占20%，软件服务业占30%，其他产业占20%。
表格 1 样本的构成情况（n=385）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56
	66.5%
	年龄
	25周岁及以下
	67
	17.4%

	
	女
	129
	33.5%
	
	26-35周岁
	193
	50.1%

	学历
	初中
	34
	8.8%
	
	36周岁以上
	125
	32.5%

	
	高中及同等学历
	76
	19.7%
	参加工作时间
	不到1年
	69
	17.9%

	
	大专
	145
	37.7%
	
	1年-5年
	212
	55.1%

	
	本科
	118
	30.6%
	
	5年-10年
	56
	14.5%

	
	硕士、博士研究生
	12
	3.1%
	
	10年以上
	48
	12.5%


2.2 研究变量与测量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员工消极情绪、角色超载、员工安全合规和安全参与以及企业和个人背景资料五部分。问卷采取李克特5点量表，1-5代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每个变量均采用成熟量表，具体测量工具如下：
消极情绪问卷采用Fung等[22]的量表，包括5个题项，如“有时我因工作感觉沮丧”等；角色超载来自Jones和James [30]的4个题项，如“不得不努力去满足太多不同人的要求”等；安全行为采用的是Neal和Griffin [23]的量表，其中安全合规有4个题目，如“我使用所有必要的安全设备来进行工作”，安全参与有3个题目，如“为了改进工作场所安全，我会付出额外的努力”。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32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信度检验与相关性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运用AMO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模型拟合度分析。运用SPSS插件PROCESS宏程序并结合Bootstrap方法检验角色超载的中介效应。
3 实证分析和结果 
3.1 测量工具的信度
本研究采用Cronbachα系数检验各量表的信度。由表2可知，各量表的信度全部高于0.8，意味着本次数据能够较为真实可靠地反映员工的情绪体验、角色超载及安全行为情况。
表格 2 测量工具的信度检验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消极情绪
	0.92
	5

	角色超载
	0.88
	4

	安全合规
	0.83
	4

	安全参与
	0.84
	3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在关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中，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Spearman相关系数。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消极情绪、角色超载、安全合规和安全参与的描述性分析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消极情绪、角色超载与安全合规和安全参与均有显著相关性(p<0.05)，其中消极情绪与角色超载是正相关，消极情绪、角色超载分别与安全合规和安全参与负相关。因此，假设H1、H2a和H2b成立。
表格 3 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偏差
	消极情绪
	角色超载
	安全合规
	安全参与

	消极情绪
	3.09
	0.96
	1
	
	
	

	角色超载
	3.03
	0.97
	0.88**
	1
	
	

	安全合规
	2.82
	0.82
	-0.82**
	-0.80**
	1
	

	安全参与
	2.90
	0.86
	-0.79**
	-0.78**
	0.86**
	1


注：1)*.表示 p＜0. 05，**.表示 p＜0. 01，相关性显著; 2)相关系数在矩阵下三角中，对角线上的数值为AVE平方根
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表4列出了4个研究变量之间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其中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CFI=0.95;RMSEA=0.03; CMIN/df=1.25，TLI=0.94,符合判定标准，显示模型拟合度良好。
表格 4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因子结构
	CMIN/DF
	IFI
	TLI
	CFI
	RMSEA

	四因子模型
	A, B, C, D
	1.25
	0.95
	0.94
	0.95
	0.03

	指标判定值
	
	<3
	>0.9
	>0.9
	>0.9
	<0.08


从表5可以看出：1)模型潜变量与误差变量的测量残差变异量估计值均为正数，并且均在0.05水平显著，其变异量标准误估计值均很小，在0.02～0.11之间，表示不存在模型界定错误的问题。估计参数中没有出现负的误差变异量，且标准误误差值很小，表示模型的基本适配度良好；2)路径系数估计值检验是判别回归系数估计值是否等于0，如果达到显著水平(p<0.05)，则表明回归系数不等于0，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显著性均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系数显著不等于0；3)所有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在0.73~0.90之间；组合信度在0.84~0.92之间,大于0.7；平均变异抽取量在0.56~0.70之间，大于0.5。模型参数均符合结构模型的参数要求，说明模型内部质量良好。
表格 5 验证性因子结果参数
	
	Variances
	S.E.
	Unstd. Est.
	S.E.
	Std. Esti.
	CR
	AVE

	安全
合规

	0.31***
	0.02
	1
	
	0.77
	0.84
	0.56

	
	0.27***
	0.02
	1.13***
	0.06
	0.82
	
	

	
	0.63***
	0.05
	1.26***
	0.08
	0.73
	
	

	
	0.60***
	0.05
	1.11***
	0.08
	0.69
	
	

	消极
情绪
	0.27***
	0.03
	1
	
	0.90
	0.93
	0.70

	
	0.30***
	0.02
	0.74***
	0.03
	0.83
	
	

	
	0.38***
	0.03
	0.73***
	0.04
	0.79
	
	

	
	0.44***
	0.03
	0.78***
	0.04
	0.79
	
	

	
	0.41***
	0.03
	0.92***
	0.04
	0.84
	
	

	角色
超载
	0.49***
	0.04
	1
	
	0.80
	0.88
	0.66

	
	0.39***
	0.03
	0.86***
	0.05
	0.79
	
	

	
	0.43***
	0.04
	1.06***
	0.06
	0.83
	
	

	
	0.41***
	0.03
	0.93***
	0.05
	0.81
	
	

	安全
参与
	0.37***
	0.03
	1
	
	0.79
	0.84
	0.64

	
	0.27***
	0.02
	1.01***
	0.05
	0.84
	
	

	
	0.41***
	0.03
	0.99***
	0.06
	0.77
	
	

	消极
	1.19***
	0.11
	
	
	
	
	

	超载
	0.89***
	0.09
	
	
	
	
	

	合规
	0.44***
	0.05
	
	
	
	
	

	参与
	0.62***
	0.07
	
	
	
	
	


3.4 消极情绪、角色超载对安全行为的作用及中介效应分析
首先检验消极情绪对角色超载的影响，如表6模型1的结果所示，消极情绪到角色超载的直接效应是显著的正向关系(β=0.89, p<0.001)，研究假设1得到支持。其次，由模型2、4可知，消极情绪分别对安全合规和安全参与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再次，由模型3、5可知，在加入中介变量角色超载后，角色超载对安全合规和安全参与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研究假设2a、2b得到验证；同时消极情绪对安全合规和安全参与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表明角色超载在消极情绪和安全行为(安全合规和安全参与)之间起中介作用。
表格 6 研究变量相关回归模型分析
	模型
	因变量
	自变量
	B
	标准误差
	F
	调整R2

	模型1
	M
	X
	0.89***
	0.03
	1288.36***
	0.77

	模型2
	Y1
	X
	-0.70***
	0.03
	755.98***
	0.65

	模型3
	Y1
	X
	-0.41***
	0.05
	439.21***
	0.70

	
	
	M
	-0.32***
	0.05
	
	

	模型4
	Y2
	X
	-0.71***
	0.04
	638.52***
	0.62

	模型5
	Y2
	X
	-0.42***
	0.05
	365.75***
	0.66

	
	
	M
	-0.33***
	0.05
	
	


表7采用SPSS-Process置信区间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bootstrapping分析。由表可知，消极情绪通过角色超载影响安全合规的中介效应为-0.28，标准误差为0.05，置信区间为[-0.38，-0.18]，消极情绪影响安全合规的直接效应为-0.41，标准误差为0.05，置信区间为[-0.51，-0.31]，以上效应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零，因此角色超载在消极情绪和安全合规的作用中起显著的中介效应。由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显著，说明中介效应是部分中介，中介效应占比为：
-0.28/(-0.69)x100%=40.57%。因此，假设H3a成立。
同理可证，角色超载在消极情绪和安全参与关系中也是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
  -0.29/(-0.71)x100%=40.84%。因此，假设H3b成立。
表格 7 角色超载中介效应的bootstrapping分析结果
	因变量
	效应类别
	效应大小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安全合规
	Total effect
	-0.69
	0.02
	-0.74
	-0.64

	
	Direct effect
	-0.41
	0.05
	-0.51
	-0.31

	
	Indirect effect
	-0.28
	0.05
	-0.38
	-0.18

	安全参与
	Total effect
	-0.71
	0.02
	-0.52
	-0.30

	
	Direct effect
	-0.41
	0.05
	-0.52
	-0.30

	
	Indirect effect
	-0.29
	0.05
	-0.40
	-0.18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鉴于个体因素是导致企业安全事故最主要的原因，本研究对个体情绪导致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国外有学者指出，在分析工作压力和角色超载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影响时，应进一步纳入个体情绪因素的作用[12]。本研究回应了这一号召，从消极情绪的视角，探究其通过角色超载对安全行为的具体影响机制，考察了消极情绪的边界条件。 
首先，研究证实了消极情绪对角色超载有正向影响。这符合JD-R理论的推测，消极情绪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工作需求，易使员工健康受到损害，使其产生与压力相关的负面感受，而角色超载正是员工所感知到的一种压力。
第二，研究证实了消极情绪和角色超载分别对安全合规和安全参与有负向影响，其中对安全参与的影响系数比对安全合规的稍大。这符合我们的假设。当员工处于消极情绪和角色超载的压力下，会降低安全意识，无暇顾及额外的参与性活动，很难做到主动帮助同事和为组织提供安全建议。同时我们也发现，高科技企业的员工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本研究中具有大专和本科学历的员工约占68%），具备知识型员工的特点，自控能力较强，即便处于负面情绪下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基本工作任务，所以在遵守安全规章制度方面的行为表现优于主动参与性的行为表现。
第三，研究发现角色超载在消极情绪与安全合规和安全参与的负向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符合前人关于情绪对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情绪可对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也可产生间接影响[18]。其中，角色超载对消极情绪和安全参与关系的影响系数较大。鉴于调查对象的高新技术企业背景，员工身处竞争激烈和管理严格的组织，更易感受到工作压力和角色超载。员工的消极情绪与安全行为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这个发现证明人的消极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在宽松的外部环境中，消极情绪可能不会导致严重的安全问题；在紧张的工作环境下，消极情绪将有更大概率引发不安全行为。
4.2 管理启示
（1）高新技术企业对安全生产的要求更为严格，除了通过技术和管理体系来确保安全之外，还应开发各种措施和方法来优化这些体系之中人的因素。然而消极情绪在我国往往被看成是员工的私人事项，企业未给予足够重视。员工的情绪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员工参与安全活动和遵守安全规章制度方面的效果，深入分析消极情绪对安全行为产生影响的路径能够帮助管理者正确认识员工情绪管理的复杂性和重要性[4]，还可以指导管理者针对性帮助处于消极情绪的员工，从而减少企业的不安全行为。
（2）角色超载作为员工不安全行为的预测因子，是企业的安全隐患之一[12]。管理者应设法进一步理清工作中的角色和职责，避免让员工陷入角色模糊和超载的状态。可以通过科学规划和设计工作描述，并为所有员工制定明确目标，让员工明晰自己的角色、任务以及奖励，同时应有通畅的渠道供员工反映自身的压力和感受。还可以通过企业培训增加员工的知识和自我效能感，冲抵不良情绪带来的危害。
（3）管理者应重视员工的身心健康。研究发现，员工的消极情绪可能会引发工作退缩、偏离和冒险等行为，并对其身心健康产生后续的负面效应[31]。企业关注员工心理健康的途径很多，可组织心理专家制定方案，形成企业、部门和团队三级关爱体制，及时协助员工疏导心理问题，降低其消极感受。良好的安全氛围有助于员工从组织和团队获得帮助，激发积极情绪和力量，进而有利于降低安全事故率，提高企业的安全绩效。
4.3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采取的是截面数据，不足以支撑严谨的因果推论。后续研究可以采取纵向研究设计，深入探究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在问卷填写过程中，虽然采取了匿名以及隔离主管和员工的方式，同源方差问题依然不可避免。建议后续研究可以采取实验法、追踪研究等多种方法，尽量提高研究的信效度。
第二，本研究是将消极情绪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操作的，然而在情绪理论中，消极情绪可分为紧张、恐惧、厌烦、沮丧和抵触五种。后续研究可探讨不同的消极情绪与安全行为的关系，从而更精确地制定提高安全行为的策略。
第三，以往的安全研究非常重视组织情景因素的作用，本研究仅重点考察了个体层面的情绪与安全行为的关系。后续研究可以在个体情绪的框架中纳入组织层面、团队层面和领导者等方面的因素，不断拓展安全研究综合模型，多层次、多视角探寻企业员工出现不安全行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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